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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他心问题与怀疑论




( mental states) 或意识状况 ( conscious status) ①，因而可以将他心问题细分为如下两个相关问题:
问题 1: 除我之外，他人或他物有心灵或意识么?
问题 2: 如果有，是否与我的心灵状态或意识状况类似?
不难理解，对问题 1 和问题 2 的回答，要视情况而定。具体而言，如果考虑他人，那么，对于我
们中的大多数而言，问题 1 和问题 2 的答案显然都是肯定的。如果考虑他物 ( 即非人对象) ，情况会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项目 ( 编号 20720181103 及 2072019041) 的阶段性成果。
两点说明: 1. 尽管当代关于他心问题的讨论对象涉及的主要是他人，但是严格说来，这只是关于他心问题的
狭义理解。广义的他心问题所涉及对象不应当仅限于除我之外的其他人 ( 即“他人”) ，还应当包括其他非
人对象 ( 即“他物”) 。本文的探讨适用于广义的他心问题。在文中，笔者将用“他者” ( 既包括他人也包括
他物) 来表示他心问题所涉及的全部对象。2. 笔者用“心灵状态”或“意识状况”意指各种常见的 ( 有意
识的) 心理现象。按照目前学界的通行理解，它们既包括意向性的也包括现象性的。
*
为，某些类人物种 ( 如大猩猩、黑猩猩等高等哺乳类动物) ，以及某些在演化树上的位置比类人物种
距离人类稍远的物种 ( 如猫、狗、海豚等哺乳类动物，或者鹦鹉、乌鸦等鸟类动物) ，不仅具有心灵
活动，而且与人类心灵活动应当部分地相类似。但是，对于那些在演化树上的位置离人类相差甚远的
物种 ( 如草履虫等单细胞原生生物，或者蚯蚓等环节动物，或者蜻蜓等昆虫) ，我们一般不会觉得它
们有心灵活动。或者，即使觉得它们中某些具有复杂行为的生物 ( 如章鱼等软体动物) 似乎具有心
灵活动，那也只是一种与人类心灵相距甚远的心灵类型。而对于那些人造的物种 ( 如未来可能出现




















是围绕命题 1 而展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命题 2 不值得我们关注。若仅仅考虑命题 1，我们得到的充
其量只是他心问题的狭义理解。若要获得他心问题的广义理解，就需要将命题 2 也纳入到考虑的范围
之内。
关于命题 1 的怀疑论，学界常见的两大应对方案分别是推论主义( inferentialism) 和非推论主义
( non-inferentialism) 。以下两节先论述无论是推论主义还是非推论主义，目前都未能令人满意地应对
关于命题 1 的怀疑论。然后，第四节前半部分将提出一个新方案，文中称之为 “复合方案”( Hybrid
Solution) 。如果复合方案成立，那么命题 1 是有望得到有效辩护的。第四节后半部分会简要考察有关
命题 2 的怀疑论，并论证复合方案对于命题 2 的辩护依然有效。最后一节将加以总结并给出最终
结论。
二、应对怀疑论的进路之一: 推论主义
在推论主义的阵营中，如下两类方案最为常见: 类比推论方案 ( Analogical Inference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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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S) ，以及最佳解释推理方案 ( 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 Solution，IBES) 。
AIS 的推理模式如下:
( 1) 对我而言，我具有的心理活动 M1 导致了我做出行为 B1。( M1→B1)
( 2) 可以观察到，他人 S 也做出了类似的行为 B1。( B1)
( 3) 由 ( 1) 和 ( 2) ，可以推出 ( infer to) S 也具有类似的心理活动 M1。( ( M1→B1)∧B1
M1)
对 AIS 有两个常见质疑。第一个是“逻辑不可检验性质疑” ( logical uncheckability objection) 。大
意如下: 在不少学者看来，上述推理明显不是演绎有效的。因为，结论 ( 3) 中“推出”一词的意思
( 即符号“”的含义) 不是衍推，而是类比，属于归纳推论，因而结论 ( 3) 的推理过程不具有逻
辑保真性。在温和怀疑论者看来，如果得到结论 ( 3) 的推理过程不具逻辑上的保真性，那么 AIS 的
支持者就需要提供逻辑之外的其他依据 ( 如某些经验上的可靠证据) 来表明这个推理过程仍然是有
效的，否则 AIS 就不能算做是一个关于命题 1 的有效辩护。“其他依据”如何获得呢? 一个自然的回
答就是: 针对他人 S 的心理活动或心灵状态 M1 再做经验科学上的检验。然而，如果 AIS 的支持者试
图对“S 是否具有 M1”这一点做经验上的检验，一个真正的麻烦就会出现: 由于他人 S 的心灵状态
是逻辑上不可检验的，因而试图从经验科学上来检验 “S 是否具有 M1”则是完全不可能的。对于观
察者而言，由于他人 S 的心灵状态不是客观的，而检验或检测却是公共的或客观的手段，因此检验 S
的心灵状态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是“孤例质疑” ( one-case objection) 。大意如下: 我观察到
的从来只是自己的心灵状态 M1 以及特定的行为 B1。一方面，对我自己而言，M1 和 B1 这二者的确
恒常地相继出现。但是另一方面，我却从未曾观察到或检测到如下情况: 对他人 S 而言，M1 和 B1
这二者也恒常地相继出现。而且，又由于 S 的心灵状态逻辑上不可检测，因此，我关于 M1 与 B1 之
间关系的“研究样本”似乎永远只有我自己这一个孤例。显然，仅凭一个孤例不可以归纳出 “M1 导
致 B1”这样一条 ( 普遍性的) 规律或似律陈述。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在他心问题上 “仅由我自身
情况这一孤例而类推他人”这种类比推论的思路 ( AIS) 不但是无效的，而且试图将此孤例普遍化的
做法也是“不负责任的”。( 维特根斯坦，第 106 － 107 页)
上述两个质疑的确击中了 AIS 的要害。但推论主义的支持者认为，上述质疑也许揭示了 AIS 存在
缺陷，但不能由此断定，推论主义的基本立场是有问题的。近年来，如下两个推论主义新方案备受关
注，一个是最佳解释推理方案 ( IBES) ，另一个则是诉诸自然齐一性 ( Uniformity of Nature) 的类比推





孤例的最佳解释推理 ( one-case based IBE) 。因此，对 “他人 S 具有行为 B1”的最佳解释就是: B1
是由一个不可观察的理论实体 M1 导致的。( cf. Pargetter) 换句话说，对观察者 O 而言，尽管没有逻
辑上的必然性来保证，S 做 B1 是由 S 所具有的心理活动 M1 所导致的 ( 因为 M1 有可能并不是 B1 的
唯一的充分条件) ，O 也不可能通过归纳推理得出这一点 ( 因为孤例类推无效) ，然而 O 仍有理由相
信结论 ( 3) 为真。理由就是，得出 ( 3) 的推理过程 ( ) 是一种科学的推论过程，即最佳解释推
理。因此，对于 S 做出 B1 的最佳解释就是，S 具有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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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这两个问题似乎是 IBES “绕不开的”: 第一，M1 的因果效力问题。IBES 成立的一个前提
是，M1 有资格成为 B1 的充足原因。如果这个必要前提不成立，那么 IBES 就失效了。换句话说，作
为一种心灵状态或心理活动，如果 M1 不具有真正的因果效力，那么 M1 就不可能成为 B1 的充足原
因 ( 因为 B1 的充足原因有可能是物理的，而非心理的) 。那么，M1 是否具有真正的因果效力呢? 这
个问题涉及到心灵哲学里的一个难题———排他性问题 ( exclusion problem) ，目前未有定论。因此如果
IBES 成功与否最终要依赖于 M1 是否具有真正的因果效力，那么 IBES 就需要面对排他问题。第二，
最佳解释的选取标准问题。大意如下: 一方面，如果我们愿意接受认知神经科学 ( 及其相关经验研
究) 成果，那么就有理由相信，M1 总需要有某个神经回路 N1 来作为其出现的物理基质，M1 才能出
现。换句话说，一方面，神经科学告诉我们，不管是观察者 O 还是他人 S，只要 N1 出现，M1 就会出
现，另一方面，按照 IBES 的思路，S 做出 B1 是由于 S 具有 M1。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在观察者 O
看来，对于“S 做出 B1”的最佳解释，究竟是 M1，还是 N1?
IBES 的支持者或许会说，出于交流便利性或解释简单性的考虑，M1 是 “最佳的”。但对一个认
知神经科学家而言，首要考虑的可能是理论的真实性而非交流的便利性。如果实际情况是 M1 并不具
有真正的因果效力，导致 B1 出现的原因乃是 N1，那么把 M1 作为 B1 出现的原因，就不仅不是最佳
的，很可能还是错误的。出于理论真实性的考虑，我们似乎更应相信 N1 才是“S 做出 B1”的最佳解
释。可见，实际情况并非如 IBES 的支持者想的那么简单。事实上难以找到合适的标准来断定究竟是
M1 还是 N1，才是“S 做出 B1”的最佳解释。正如希斯洛普 ( Alec Hyslop) 所言，除非可以排除掉
N1 是 B1 的原因，才能一并排除掉 “N1 是 ‘S 做出 B1’的最佳解释”这一可能性。( cf. Hyslop，
1995，p. 37) 此外，IBES 至少还有如下两种情形需加以排除: 查莫斯 ( David. J. Chalmers) 的僵尸
( Zombie) ( cf. Chalmers) ，以及休梅克 ( Sydney Shoemaker ) 的颠倒光谱 ( inverted spectrum) ( cf.
Shoemaker) 。如果 M1 特指感受质，那么在僵尸情形中，“僵尸 S2 做出行为 B1”的最佳解释可能是
N1，而非 M1。而在颠倒光谱情形中，“颠倒光谱症患者 S3 做出行为 B1”的最佳解释则可能是 M2，
而非 M1 ( M2 是不同于 M1 的现象心灵状态) 。在 M1 的因果效力问题，以及最佳标准选取问题都没
得到合理解释之前，我们似乎没有理由相信，IBES 算是一个 ( 关于命题 1 的) 有效辩护。





对于 UN-AIS 的支持者而言，正是自然齐一性原则保证了结论 ( 3) 为真。换句话说，由 ( 1) 和
( 2) 能推出 ( “”) 结论 ( 3) ，这里“推出”一词的意思 ( 即符号“”的含义) ，既不是最佳解释
推理，也不是某种逻辑推理，而是运用了自然齐一性原则。因此这仍是个有效的类比推论。可见 UN-
AIS 似乎不但守得住类比推论的立场，而且能避开最佳标准问题的困扰。因此希斯洛普乐观地认为，诉
诸自然齐一性 ( UN-AIS) 乃是“推论主义值得我们期待的唯一方式”。( Hyslop，2014，§ 3. 1)
对此，笔者有两个疑虑。第一，如果自然齐一性原则说的是 “同因则同果”，那么在此运用该原
则就有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 仅当 M1 和 B1 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换句话说，除非 M1 具有真正的因
果效力，否则自然齐一性原则在此就不适用。可见，UN-AIS 同样要面对 M1 是否具有因果效力的问
题。第二，我们并不清楚自然齐一性原则是否也适用于心灵。如果自然齐一性原则也适用于心灵，那
么就会有心理 － 物理规律或心理 － 心理规律。然而科学哲学和心灵哲学里有大量论述表明，很可能并




算是个 ( 关于命题 1 的) 有效辩护。
三、应对怀疑论的进路之二: 非推论主义
在非推论主义方案中，如下两类较为常见: 一个是标准方案 ( criterial solution，CS) ，另一个是态
度方案 ( attitudinal solution，AS) 。
CS 有两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认为，“一个‘内在的过程’需要外在的标准” ( 维特根斯坦，第
166 页) ，即“行为应当被看做是心灵状态在场的标准” ( Hyslop，2017，Section 3. 3) 。从认识论层面
讲，行为与心灵状态之间不是归纳的推论关系，而是具有一种 “非推论的联系或概念上的连接”
( ibid. ) 。仍以上述情形为例。只要出现特定的行为 B1，就标志着行为者具有特定的心灵状态 M1。
因此在 CS 的支持者看来，推论主义者的错误在于 “他没能把行为当做是心理现象的标准”。只要看
清这一点，就会明白，在他心问题上，不管是类比推论 ( AIS 和 UN-AIS) 还是科学推论 ( IBES) 都
是不适用的。( cf. Malcolm，p. 975)
CS 的第二个要点是认为，对自我心灵状态的认知不具有认知上的优先性。从上面第一点可推出第
二点。由于行为是心灵状态的标准，而标准具有公共可观察或可检测的特征，因此，不管行为者是谁，








知道 S 此刻的内心状态究竟如何。类似的例子在生活中比比皆是。CS 似乎没法令人满意地解释这些
反例。正如希斯洛普所言，“如果既不存在任何归纳的推论关系，也不存在逻辑的衍推关系，那么可
观察的行为与不可观察内在状态之间的那条鸿沟，是不可能仅仅通过下命令的方式而被跨越过去
的”。( Hyslop，2014，§ 3. 2)
CS 的支持者或许认为，如果行为 B2 不足以充当心灵状态 M1 的标准，那么，错的不是 CS，而是观
察者没有找准行为。这样似乎就能回应关于标准太弱的质疑。由于行为 B1 与 M1 之间的概念联系不是
偶然的或任意的，因此一旦找准了行为 ( 即 B1) ，那么观察者就应当能“仅仅在行为中看到心灵状态”
( Spaulding，p. 472) 。这个回应会招致如下两个质疑: CS 冗余，以及 CS 乃是行为主义的一个“翻版”。
下面看 CS 冗余。如果我们接着问: 如何才算找准了 B1? CS 的支持者会说，只要在恰当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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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年来，在认知科学和知觉哲学领域，他心的直接社会感知理论 ( direct social perception，DSP) 备受关注。
正如斯波尔丁 ( S. Spaulding) 所概括的，“DSP 基本想法是，我们能够以一种非推论的方式察觉到他人的心
灵状态”，因而“依据 DSP 理论，我切实地察觉到了特定的忧愁、恐惧和欲求。我并不是先观察到了特定的
行为然后推出特定的心灵状态，而是仅仅在行为中就看到了心灵状态”。( Spaulding，p. 472) 可见，DSP 的基
本思路类似于 CS。本文对 CS 的分析同样也适用于 DSP。
中，即观察到 B1 发生时的满足条件 C1，我们就可以依据 C1 来断定 B1 出现了。但是，若我们继续
追问“什么样的情境才算恰当的，或者为何 B1 的满足条件是 C1 而非其他”这类问题，就会发现，
如要解释清楚“恰当的”一词的准确意思，或解释清楚为何 C1 是 B1 出现的满足条件，就不得不再
诉诸新的依据 C2 来解释“何为恰当的情境”，或进一步解释 C1 的合理性。可是，如果我们再继续追
问 C2 的合理性来源，那么 CS 的支持者可能有如下两个选择: 1. 要么继续给出另外的依据 C3。然
而，若沿此思路，我们一直追问下去，CS 的支持者就需要不断地寻求新的依据，而这会导致无穷倒
退; 2. 要么诉诸某种约定 T。对于观察者 O 而言，T 可以是外部的也可以是内部的。前者可以是某个
( 科学共同体给出的) 定义，也可以是某种历史 － 文化 － 社会习俗，而后者则可以是 O 所具有的某种
心灵状态或心理意象。由于 T 要么是约定的，要么是类似于公理的定义，要么是 O 自身的某种心灵
状态或心理意象，因此一旦诉诸约定，我们就不能再继续追问 T 的合理解释了 ( 在此 T 成为了一切
解释的最终依据，是解释的“尽头”) 。可见，诉诸 T，CS 的支持者似乎有效地阻止了无限倒退。然
而，诉诸 T 依然挽救不了 CS。理由就是: 不难发现，对 O 而言，不管 T 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T 与
B1 之间总要具有一种认识上的恒常联系。也就是说，如果 T 出现，那么 B1 出现，并且，如果 T 不出
现，那么 B1 也不出现 ( TB1) 。对于 CS 的支持者而言，正是由于这二者之间具有这种认识论上的
恒常联系，我们才能把 T 当作是 B1 出现的恰当情境或满足条件，或者用 T 来定义 B1。换句话说，对
O 而言，只要 T 一出现，那么 O 就可以断定行为 B1 出现了。现在问题来了，“对 O 而言，只要 T 一
出现”是什么意思? 或者说，O 是如何察觉到 T 出现的? 答案似乎有且仅有如下两个: i. 如果 T 是
外部的，那么 O 则要诉诸证实主义的基本方法或手段: 要么凭借某种物理的或科学的验证程序，将
呈现在自己面前的情境记录或拍摄下来，并与 T 的物理样本 T* 进行物理比对，如果发觉二者是 ( 在
误差允许的范围内) 一样的，那么就证实 T 出现了。要么 O 将观察所获得的感觉材料与自己以往记
忆中关于 T 的心理意象或心理样本 T＊＊进行比对，如果发觉二者是一样的，那么也证实 T 出现了。ii.
如果 T 是内部的，即 T 本身就是 O 的某种特定的心灵状态或 “心理样本”T＊＊ ( 即 T = T＊＊) ，那么 O
只需将观察所获得的感觉材料直接与 T＊＊进行比对，如果发觉二者是一样的，那么 O 就证实 T 出现
了。不难看出，这里所发生的认知过程与上述证实主义的第二种情形是一样的。可见对观察者 O 而
言，要察觉到 B1 出现的恰当情境 T，要么诉诸某种物理的比对程序，要么诉诸某种心理的比对程序。
“O 察觉到 T 出现”的认知过程或推理模式如下:
( 1') 对观察者 O 而言，如果 T 出现，那么 T* 或者 T＊＊。( T→ ( T* ∨T＊＊) )
( 2') 依据证实主义的手段，O ( 将自己获得物理数据或者感觉材料与特定的物理样本
或心理样本进行物理的或心理的比对之后) 证实，T* 或者 T＊＊出现了。( T* ∨T＊＊)
( 3') 由 ( 1') 和 ( 2') ，可以推出 T 出现了。( T→ ( T* ∨T＊＊) ) ∧ ( T* ∨T＊＊) (T)
不难看出，上述推理模式与推论主义的 AIS 模式是一样的，都是归纳的类比推论。可见，CS 诉
诸约定 T 是无济于事的。换句话说，观察者 O 诉诸 T 的一个必要条件是，O 能够察觉到 T 出现，然




而且观察者能“仅仅在行为中看到心灵状态” ( Spaulding，p. 472) ，那么一个自然的理解是，心灵状
态其实就是行为。这是行为主义的基本观点。因而有学者认为，CS 其实是一个 “粗糙的行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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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ude behaviorism) ( Jacob，p. 531) 。对此批评，一个可能回应是，首先指出，心灵与行为之间的关
系即使不是偶然的，但也不一定就是等同关系或构成关系，因此不能做行为主义的解释。而是应当理
解成是一种弱的构成关系或部分的构成关系。正如冰山尖与冰山的关系。冰山尖是冰山的构成部分，
但前者显然不等同于后者，或者后者也不是完全由前者构成。( cf. Krueger，p. 8) 可见 CS 与行为主义
并不相同。依据这里的解释，CS 的推理模式如下:
( 1″) 如果行为 B1 出现，那么他人 ( 即该行为的做出者) S 具有心理活动 M1。( B1→M1)
( 2″) 观察者 O 察觉到，S 做出了行为 B1。( B1)
( 3″) 由 ( 1″) 和 ( 2″) ，可推出 ( entail) 他人 S 具有心理活动 M1。( ( B1→M1)∧B1→M1)
上述推理模式的确有别于行为主义，关键区别就在于第一步 ( ( 1″) )。从逻辑上看，行为主义会认为
B1 与 M1 之间是一种双向衍推关系 () ，而依据上述解释，B1 与 M1 之间的关系，则应当被理解成单向
的衍推关系 (→)。然而这个解释又会使得 CS 陷入“冗余论”的质疑，关键在第二步 ( ( 2″) )。这一步说
的是“O 察觉到 S 做出了行为 B1”。不难理解，对于 CS 的支持者而言，这个认知过程或推理模式也一样要
诉诸证实主义的基本方法，而这与上述刚刚给出的“O 觉察到 T 出现”的推理模式如出一辙。①
可见，只要把行为看做心灵的标准，上述察觉过程 ( 无论是觉察到 T，还是觉察到 B1) 就是 CS
得以成立的一个必要前提，② 因此，即使能避开 “标准太弱”的质疑和行为主义的质疑，CS 仍避不
开“冗余论”的质疑。
这的确击中了 CS 要害，非推论主义者们转而寻求替代方案，态度方案 ( AS) 就是这样一种替代
方案。AS 认为，“他人有心”不是一个信念，而是一个不同于信念且独立于信念的态度。这种态度
不仅在心理学上而且在认知上比信念 “更深” ( Hyslop，1995，pp. 124 － 125 ) 。正如希斯洛普所言，
AS 的基本主张是“我们并不相信 ‘他人有心’。我们有的只是一个关于他心的态度，即他人被看做
与我类似，他人的体验亦被当做与我的体验类似而已”。( ibid. ，p. 125 ) 因此，之所以观察者 O 认
为，他人 S 做出 B1 时具有与自己在做出 B1 时一样的心灵活动 M1，不是因为 O ( 按照推论主义的模式)
从 B1 推知 M1，也不是因为 M1 与 B1 之间具有概念上的非偶然联系或部分构成关系，使得 O 可以把 B1
当作标准，从而仅仅在 B1 中看出 M1 ( 像 CS 所宣称的那样) ，而是因为，O 具有一种非信念的态度，从
而能直接把某个与 O 身形类似的对象看做是一个自己的同类 ( 即看做是 S) ，并且，还能直接地把 S 的
某些与 O 类似的举动看做是由 M1 所导致的 B1。这里，M1 也是导致 O 自身做出 B1 的充足原因。
在 AS 的支持者看来，怀疑论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我们 “具有这样一种对待事与人的态度，这
种态度比推论性的信念更深更直接”。( Hyslop，2014， § 3. 3) 由于这种非信念的态度不是认识论层
面的，因此怀疑论者不应当要求我们从认识论层面给出关于他心的辩护。我们从未具有 “关于他心
的信念”，我们一直具有的是“关于他人以及他心的态度”。这种非信念的态度一直 “如其所是地内





“O 察觉到行为 B1”的推理模式可以概括如下: ( B1→ ( B1* ∨B1＊＊) ) ∧ ( B1* ∨B1＊＊) B1。其中，B1*
与 B1＊＊依次指 B1 的物理样本和心理样本。不难看出，这也是一个与 AIS 推论模式一样的归纳的类比推论。
无论是推论主义方案还是非推论主义方案，观察者察觉他人行为 ( 或行为出现的恰当情境) 的认知过程都是
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虽然说，对此认知过程的理解可以存在差异，但是这个认知过程应当成为所有关
于他心问题的方案的一个共同的必要前提。希斯洛普也有类似表述: 对任何一个关于他心问题的理论而言，
观察者或“理论者本人的经验都是关键的”。( cf. Hyslop，2014， § 4)
凭上述消解策略，AS 似乎避开了怀疑论的质疑，但如下两个问题难以回避: 第一个问题是，他
心态度的可错性问题，即我们关于他心的态度是否可能出错。希斯洛普指出，某些非认识论的态度似
乎是错误的。例如，种族歧视或者性别歧视。( cf. Hyslop，2014，§ 3. 3) 如果关于他心的态度不同
于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是一种不会出错的普适态度，那么似乎需要对 “为何我们关于他心的态度
















得进一步解释，就会使 AS 陷入神秘主义或不可知论; 另一方面，如果认为上述困惑有望获得进一步
解释，那么我们就可以对此解释的合理性继续进行追问，而这又会使得 AS 面临 CS 类似的结局: 要
么陷入无限倒退，要么变成冗余。




看到，AS 仍不算是一个 ( 关于命题 1 的) 有效辩护。
四、处理他心问题的复合方案
以上分析表明，无论是推论主义还是非推论主义，目前看来，似乎都难以给出关于命题 1 的有效
辩护。如果我们仍试图寻找关于命题 1 的有效辩护，那么可能的选项大概仅有如下三个: a. 继续坚
持推论主义进路; b. 继续坚持非推论主义进路; c. 寻找其他方案。
该做何选? 笔者目前的看法是，选择 c 是最为可取的。理由如下: 一方面，推论主义除了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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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具有心灵”这一点是我们所具有的一种非认知态度，而不是一个认识论上的信念。但是上述分析
显示，非推论主义对于特定行为与特定心灵状态之间具体联系的非推论主义说明却是不成功的。具体











( 1* ) 他人 S 具有心灵。( 关于他心的态度)
( 2* ) 心理状态 M1 导致观察者 O 做出行为 B1。( M1→B1)
( 3* ) 对于一个具有心灵的个体而言，如果其行为 B1 有一个心理上的或经验上的充足
原因 M1，那 么 B1 也 会 有 一 个 认 识 论 上 的 充 足 原 因 P1，并 且 P1 = M1。 ( token-identity
principle)
( 4* ) O 察觉到 S 做出了类似的行为 B1。( B1)
( 5* ) 类似的原因总是导致类似的结果。( uniformity of nature principle)
( 6* ) 由 ( 3* ) ( 4* ) ( 5* ) 可得，类似的原因 P1 导致 S 做出 B1。( ( P1→B1)∧B1P1)
( 7* ) 由 ( 1* ) ( 3* ) ( 6* ) 可得，类似的原因 M1 导致 S 做出 B1。( ( P1 = M1)∧( P1
B1) → ( M1B1) )
( 8* ) 由 ( 2* ) ( 7* ) 可得，S 具有 ( 与 O 在做出 B1 时) 类似的心理活动 M1。
下面分析该论证过程。前提 ( 1* ) 是 AS 带给我们的有益启示。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就是，
“我对他的态度是对心灵的态度，并非我认为他有灵魂”。( 维特根斯坦，第 195 页) 可见，( 1* ) 是
我们具有的一种关于他心的非认识论的态度，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属于观察者 O 和他人 S 共同生活形
式的语法命题。同样地，前提 ( 2* ) 也可看做是一个语法命题。( 2* ) 的确定性基于信念 1，即 O
能直接获知自己做出 B1 的原因是 M1。前提 ( 3* ) 的意思是，如果一个有心灵的个体宣称，从心理
上或经验上找到了自己做出 B1 的动机或原因 M1，那么，O 就能从认识论上找到一个关于 B1 的原因
P1，且使得 P1 = M1。也就是说，B1 的出现如果有一个心理上的动机或充足原因，那么，相应地就会
有一个认识论上的充足原因。
注意: ( 3* ) 包含两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对于任何一个导致 B1 出现的事件 E，可有两种不
同的言说方式: 一种是心理上或经验上的，一种是认识论上的。因此，如果采取心理上的言说方式来
解释为何 B1 出现，就会把 E 说成是一个该行为者主观上具有的心理动机或心理原因 M1。如果采取
认识论上的言说方式来解释为何 B1 出现，那么就会把 E 说成是一个客观上可被测量的或可获得公共
理解的认识论原因 P1。M1 和 P1 只是关于同一个 E 的两种不同说法而已。可见，M1 = P1 之间的符号
“=”的意思是“共指称的”，即用心理描述和用认识论的描述说的是同一回事 ( E) 。第二要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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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 和 P1 之间的这种共指称关系，不是逻辑上必然的，也不是形而上必然的，而是律则上必然的。①




结合以上两点，可以得出，作为 B1 的一个心理原因 M1，会存在一个相应的认识论原因 P1，且
P1 = M1，但是 B1 的所有心理原因所构成的类 ( type) 并不等同于 B1 的所有认识论原因构成的类。
可见，( 3* ) 表达的是一种殊型 － 殊型间的同一 ( token-token identity) ，而非类型 － 类型间的同一
( type-type identity) ，因而可以把 ( 3* ) 称为“殊型同一原则”。
下面看前提 ( 4* ) 。无论是推论主义者还是非推论主义者应当都能接受该前提。争议之处在于，
O 的察觉模式究竟是怎样的，特别是，其中是否有一个比对过程发生。推论主义者会认为有，因而察
觉模式是类推的。而非推论主义者会反对，因而察觉模式不是推论的。由于无论哪一方有道理，都不
影响复合方案的结论，因而我们可把 ( 4* ) 作为复合方案的一个前提。
前提 ( 5* ) 是自然齐一性原则。尽管也存在关于该原则究竟是归纳的还是非归纳的争论，但同
样也不影响复合方案的结论，因而我们可把 ( 5* ) 也作为复合方案的一个前提。
( 6* ) 运用了自然齐一性原则。由于 O 察觉到 S 做出类似的行为 B1，依据自然齐一性原则，类
似的原因 P1 导致 S 做出类似的行为 B1。注意一点: 由于 P1 和 B1 都是客观可测的或可公共观察的，
因而自然齐一性原则在此完全适用。
下面看 ( 7* ) 。由于 O 和 S 做出类似行为 B1 的认识论上的原因是类似的 ( ( 6* ) ) ，又由于 S
是一个有心灵的个体 ( ( 1* ) ) ，因此殊型同一原则对 S 适用。因此，按照殊型同一原则，O 和 S 做
出类似行为 B1 的心理上的原因也应当是类似的 ( ( 3* ) ) 。这里要注意两点: I. ( 7* ) 运用了殊型
同一原则，即 M1 和 P1 之间具有一种律则上的必然关系。换句话说，按照这种律则必然性，如果两
个有心灵的个体 ( O 和 S) 做出行为 B1 的认识论上的原因是类似的 ( P1 ) ，那么对于 O 和 S 而言，
行为 B1 同样也都具有心理上的原因，而且 ( 二者做出 B1 的) 心理上的原因也是类似的 ( M1 ) 。不
难看出，运用殊型同一原则，可以使复合论证成功避开 “自然齐一性原则是否 ( 原则上) 适用于心
灵”的质疑。相对于 UN-AIS 而言，这是个明显的优势。II. 要得到 ( 7* ) ，前提 ( 1* ) 也是不可缺
少的，否则既无法运用殊型同一原则，也排除不了极端怀疑论。也正是因为缺少前提 ( 1* ) ，上述所
有的推论主义方案才应付不了极端怀疑论。由于 O 在做出 B1 时的充足原因是 M1，而 M1 也是导致 S 做
出 B1 的充足原因，因此由 ( 2* ) 和 ( 7* ) 就能得出，S 在做 B1 时与 O 在做出 B1 时具有类似的心理
活动 M1，即结论 ( 8* ) 。以上就是复合方案的整个论证过程。如果上述分析合理，那么我们应当有理
由相信，复合方案关于命题 1 的辩护是有效的。
下面简要考察命题 2。命题 2 说的是，除人类之外，某些非人对象的心灵与人类心灵之间能够具
有某种程度的类似性。对命题 2 也有两个不同版本的怀疑论: 极端的和温和的。前者认为，非人对象
具有心灵这一点得不到有效辩护。而后者则可以再进一步区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类型 1: 我们无法确
定“具有心灵的非人对象的范围”。类型 2: 我们即使可以确定哪些非人对象具有心灵，也仍无法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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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福多亦有类似看法。他认为: “之所以 ( 特殊科学) S 中的谓述与 ( 基础物理学) P 中的谓述能用来描述同
样的事物 ( 即 S 中的谓述能描述的那个事物子集，P 中的谓述也同样可以) ，是因为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 即 S




















原则的帮助下，对类型 2 给出某种推论主义方案的辩护也不是不可能的。可见，要给出关于命题 2 的
有效辩护，很可能仍要采取复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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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两点说明: I. 之所以他物情形会异常复杂，主要是因为如下两个因素: 第一，哪些非人对象是有心灵的; 第
二，有心灵的非人对象的哪些举动被当做与观察者 O 的哪些行为类似。对 O 而言，关于第一个因素的确信，来
自于某种非信念的态度。关于第二个因素的确信，则既可以来自某种非信念的态度为 O 所提供的精微莫测的
( imponderable) 经验性依据，也可以来自认识论上可公共观测的证据。对于他人的情形，O 往往只需要考虑第
一个因素，除非在某些陌生的或特殊的情境中，O 一般不需要考虑第二个。而对于非人对象的情形，上述两个因
素，O 都要考虑，除非 O 对自己观察的非人对象已经相当熟悉 ( 如，上述护林人与他的猎犬的例子) 。在考
虑第二个因素时，O 越是把非人对象 Y 的某些举止当做与 O 自己的行为 B1 类似，那么 O 就越是会认为，Y
具有 ( 在 O 做出 B1 时) 类似的心灵状态 M1 ( 如，护林人与他的猎犬的例子) 。反之，O 要是觉得 Y 的举止
怪异甚至难以看出 Y 的举动与 O 自己的哪些行为类似，那么 O 就会认为 Y 的心灵状态与自己的心灵状态类
似程度较低，甚至认为 Y 的心灵是一种陌生类型 ( 如，O 是一个生活在格林兰岛上的爱斯基摩人，当他第一
次看到一只宠物绿鬣蜥时。或者，O 是一个未来的地球人，当他与来自遥远的半人马座的硅基智慧生命初次
接触时) 。但是，也不能排除如下情形: 随着 O 与 Y 的朝夕相处或多次接触，O 越来越熟悉 Y 的行为举止
( 即 O 越来越频繁地看出 Y 的哪些举止与自己的哪些行为是类似的) ，从而也越来越了解 Y 的心灵。II. 这里
有人或许会问: 按照上述这种认知模式，O 是否最终能获得关于 Y 心灵的完整 ( complete) 了解，就像 O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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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接上页注①) 对此的回应有二: 首先，上述语句“有某种……感受质”中的“有”是什么意思? 一个值得
考虑的看法是，这里的“有”不是说感受质是某种独立于特定心理语言而存在的形而上学的事例 ( entity) ，
我们只是用特定的心理语言去指称或者来描述它。而是说，感受质乃是认知者 Z 运用特定心理语言来描述某
个 ( 语言之外的) 事件 E 的过程中，在 Z 特定意识活动中的一种“呈现物” ( appearance) 。因而，这类呈现
物不是独立于语言的形而上学上之物，而是特定心理语言表达式的“产物”，不是心理语言之外的，而是心
理语言之内的。维特根斯坦亦有类似看法“某种东西是哪一类对象，这由语法来说。” ( 维特根斯坦，第 126
页) 其次，即便他者觉得内心中有某种感受质，也不会妨碍我们原则上可以有关于他心的一种认识论上的完
整理解。理由就是，如果上文提到的殊型同一原则是合理的，那么不难理解，依据该原则，即便无法把那些
心理词汇翻译成认识论词汇，我们也能够从认识论上完整地认识到由特定心理语言所描述的那同一件事
( E) 。限于篇幅，不再展开论述。
